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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农业经营主体融合发展的
实践路径研究

冯 小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人文社会发展学院，陕西 杨凌 712100）

摘 要 在微观的农业改革实践中，村社组织发挥集体统筹优势，采取“社区本位”的

原则发展现代农业产业园，解决了多元化农业经营主体融合发展的难题。实践中“三权分

置”的土地制度赋予多元化农业经营主体参与的制度空间，村社组织提供多元主体需求整

合和利益协调的组织基础，二者共同奠定多元化农业经营主体融合发展的社会基础。此

外，多元化农业经营主体得以融合发展的关键在于政府−社会−市场的协同治理营造的社

会生态。该社会生态的形成主要依赖政府的农业经营改革氛围营造与物质基础改造、村集

体落实地方政策的“社区化”调适和农业服务市场的竞争与发展。因此，在多元化农业经营

主体参与的农业强国建设过程中，政府需要重视发挥村社组织的能动性和统筹优势，更需

要重视营造与之相匹配的社会生态，为村庄发展和产业兴旺奠定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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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时期，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要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发展新型农

村集体经济，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社会化服务，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我国在加快建设农业

强国的过程中，农业生产领域存在两类不同的经营主体：一类是家庭农场、合作社、农业企业等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以下简称“新主体”），其快速兴起并在农业生产和服务等多领域发展；另一类是庞大

的小规模农户，他们依然维持着小规模的家庭经营。在未来较长时期里小农户依然是农业现代化进

程中重要的参与主体。自党的十八大强调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以来，多元化农业经营主

体（以下简称“多元主体”）共存是我国农业强国建设的现实基础。因此，多元主体的融合发展与我国

建设农业强国目标的实现密切相关。

探索多元主体共存与融合发展的农业经营秩序是新时代农业现代化发展中的重要命题。现实

中小农户与新主体的关系，在我国乡村农业经营领域经历了从“排斥”到“有机衔接”的实践转向。早

期排斥效应主要是由于很多地方政府激进地推行大规模土地流转，引进工商资本经营，造成对小农

户的排斥[1]。地方政府的这种做法影响农民生计导致社会不稳定[2]，带来诸多负面的经济社会效应[3]。

不仅如此，新主体在具体经营农业的实践中面临多重约束等问题[4]，如新主体发展中的内在管理不

善[5]、治理结构冲突[6]、土地产权约束[7]、农业金融保险滞后以及政策支持不足等导致经营困难[8⁃9]。除

此之外，外来资本的“外来性”与乡土社会互动不畅[10]以及经营中普遍面临的大规模偷盗问题[11]，致使

乡土观念和社会信任成为外来资本新的经营困境[12]。

针对 21世纪初期新主体快速发展遭遇困境的事实和带来的社会问题，学界对小农户开展了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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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有研究指出我国当前“新”“旧”农业领域小农家庭农场的高度现代化事实，认为小农经营相比

大农场具有家庭优势[13]，并有实证数据验证了小农的经济贡献和现代化发展潜能[14]。这类研究进一

步推动社会重新认识小农，并探索如何优化小农的经营环境。一方面，新主体发展遭遇困境，另一方

面，小农户有其合理性和优势。各界开始重新思考二者的关系，开始探索如何促其有效“融合”。自

党的十八大以来，学界掀起了一场关于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如何“有机衔接”的研究热潮[15]。对于“有机

衔接”的具体实践路径，农经学界主要关注新主体“服务”或“带动”小农户。政策和实践都聚焦在“合

作社+小农户”和“企业+小农户”等衔接形式，虽然这两种衔接形式让小农户参与现代农业发展取

得一定效果，但实践中前者普遍出现空壳社与合作社异化问题[16]以及合作社中的“大农吃小农”问

题[17]；后者普遍出现企业与小农户契约的稳定性难题[18]，且企业带动农户的作用并不理想[19]甚至出现

企业变相剥削小农户问题[20]。上述两种衔接路径的实践效果远远偏离预期目标，因此需要寻找新的

方式来实现小农户与其他主体的衔接，探索多元主体融合发展的路径。

在微观的农业治理实践中，除上述对具体利益衔接方式的关注外，还有研究从社区角度讨论了

村社集体对农业经营主体的组织和服务功能[21]。基层村社组织在组织小农户方面有综合优势[22]，而

且在嵌入村庄的企业经营模式中能够对企业的雇工管理有较强的动员和组织功能[23]。此外，小农户

与其他各类主体对接时，村社组织作为中介发挥产前、产中、产后各环节的统筹作用[24]。另有研究认

为，在具体功能层面强调村社组织作为主体、平台或中介的能动性作用之外，应更加重视激活“村社

统筹”传统对于村庄社区在新时代的发展性功能[25]。上述研究均强调村社组织的“统筹功能”对推动

我国农业现代化的重要作用及其在新时代的潜在优势，但其功能和优势的发挥需要一定的基础和条

件。因此，延续此分析路径，基于传统农业和设施农业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典型案例和后续的追

踪调研，本文在认同村社组织具体功能的同时，试图分析村集体主导下多元主体融合发展的实践路

径的具体特点，进而探究该路径是如何可能的，并剖析该路径得以形成的制度和组织基础以及与之

相匹配的社会生态。

一、多元主体融合发展的典型案例和实践路径分析

在以小农户和新主体并存且共谋发展的基本格局中，如何结合实地情况进行规划和引导，促进

多元主体融合发展？村集体主导的农业产业园是部分地方政府创新实践中的典型做法。村集体基

于社区本位的制度设计满足多元主体的需求，使得多元主体在参与市场推动的产业分工中逐步形成

融合发展的局面。

1.典型案例：村集体主导的现代农业产业园

（1）山东寿光：村集体主导土地流转和农地规划引导小农户升级。寿光A村是当地著名的彩椒

生产专业村，全村共 586户，2173人，4476亩土地。该村有两田制的历史，其中近 40%的集体机动地

保留至今。A村在 90年代属当地的落后村，发展到 2015年成为当地的先进村，到 2020年成为省级示

范村，人均年收入达到 2.9万元，户均 1.5辆小汽车。该村早期的蔬菜种植方式是小农户兼业种植，以

露天或简易塑料大棚①为主，如今发展成专业化的家庭经营，以当地最先进的第五代冬暖式智能化大

棚为主。蔬菜的专业化经营主要依靠市场拓展实现小农户与市场的有效对接。

A村于 2008年在村两委领导下成立了村集体控股的蔬菜股份合作社。该合作社以市场交易服

务为主要业务，具体目标是通过组织农民生产提升销售层次和拓展市场。市场拓展有效刺激了蔬菜

专业化生产的快速发展。蔬菜专业化生产的发展需要大棚不断升级来提升蔬菜质量，而大棚升级的

关键是需要将之前村庄南北走向划分的地块通过民间自行创新调整成东西走向的连片土地。该村

的做法是在 2012年成立土地股份合作社，进行全村统一的用地规划和农地整理。村集体通过调研掌

握了全村大棚的使用情况并分批规划，拆除旧棚，整理土地，规划新大棚地块引导农户自建新式大

①    起初大棚占地一亩，设备简单，主要是保暖提温。现如今第五代新式智能化大棚长300米，宽50米，占地20余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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棚①。针对新建大棚缺少资金的情况，村集体引导本村农户在 2012年成立资金互助社，专项支持农民

更新大棚。该合作社在大棚建设高峰期运行了 3年，之后随着大棚建设高潮结束便暂停业务。总体

来说，从当地村庄设施大棚的发展现状来看，该村俨然发展成为现代农业产业园。从大棚投资、经营

大棚的劳动管理和雇工情况来看，经营主体仍以专业化生产的“小规模”家庭经营为主，依靠雇工经

营的专业大户全村占比不到10%。

村集体按照产业园用地的设计，利用村集体机动地带来的集体收益承担旧棚拆除费用，争取地

方政府涉农项目进行基础设施的配套投入。村集体承担园区水、电和路等公共设施的改造费用，农

户进行抽签选择棚址新建大棚。村集体通过自主制度创新和公共服务投入使得小规模家庭经营的

生产条件持续改善，并推动其专业化经营水平不断提升。与此同时，专业化生产带来当地相关服务

业的社会分工，诸如大棚建筑行业、育苗、蔬菜销售、包装运输等服务逐步细分，形成服务产业链。

当地普遍专业化和多样化的市场服务，推动小农户迭代升级的同时，也提升了家庭农场和专业大户

的经营水平和能力。高效的市场化服务满足了多元主体共赢的发展需求，推动农业产业化快速

发展。

（2）安徽河镇：农地流转制度调整与多元化农业经营主体并存。安徽河镇属于一个典型的水稻

专业生产小镇，也是国家级现代农业发展示范镇。该镇经历了两个阶段的农业经营制度的调整：第

一个阶段是 2007-2010年，各村将农户的可流转土地面积汇集到乡镇土地流转中心，乡镇土地流转

中心负责筛选农地转入主体。实际转入主体的审核与发包权集中上收到乡镇。初期的转入主体主

要是粮食加工企业与经营农资和地产的大资本。大资本主要依靠雇工经营，出乎意外的是大资本雇

工种植水稻带来了普遍性的亏损和失败。后续乡镇进行制度调整，以各行政村为主，力推家庭农场，

让各村集体自主选择土地转入主体和安排农地流转事宜。从 2011年开始逐步进入第二阶段，农地发

包权逐步回归到行政村的村社组织手中。这一时期村集体只是作为一个土地流转的中介和服务者。

但与之前不同的是，村集体主导土地流转，能够根据实际情况和村民需求进行土地经营权发包。土

地流转规则最大的变化是尽力满足小农户的需求，特别是一些中老年人的种田需求。村集体根据农

户申请的种植面积，在完成土地整理和高标准改造的大块田边缘划定小块田，归小农户种植。根据

后续的追踪调查，2018年以来，该镇农地经营格局基本稳定，20%~30%的面积由小农户种植，50%
是由专业化的家庭农场经营，剩余10%~20%是由粮食加工企业、农资公司等经营。

该镇农业经营改革过程中早期的失败和当前的稳定发展呈现出鲜明的对比。除了学界讨论的

资本经营农业的雇佣劳动的监督难题以及与乡土不信任的互动难题导致失败外，该地早期失败的重

要原因在于当时没有形成与土地大规模经营相匹配的社会生态。第一阶段土地流转全部面向企业，

其水利设施的建设由国家项目承担，但维护成本全部由当地基层政府承担。原来由各村通过村组动

员农民的方式形成的渠道维护和河道清障组织体系，随着激进的土地流转全部终结。水利设施的维

护需要政府持续性的项目投资，不仅给基层政府造成较大财政负担，而且维护效果不好。与此同时，

还有少数农民针对外来经营主体对水利设施蓄意破坏，导致水利设施的维护成本不断增长。另外，

土地流转的主导权由乡镇控制，导致村集体权力被架空。对于企业和当地人之间的诸多小矛盾②，村

社组织参与解决的动力不强，进一步不利于外来大资本进行大规模经营。当进入第二阶段，地方政

府进行土地流转制度调整，将土地对外发包权交还村集体，土地经营权的转入主体和流转细则发生

方向性变化。有研究将此方式概括为虚拟确权，两次流转[26]。在村集体主导土地流转后，土地由之前

的以外来主体经营为主转变为以社区本位[27]的经营主体为主、外来主体为辅。村集体通过制度调整

①    土地整理和大棚分配的具体做法是：农户将土地全部交给村集体，村集体规划好后，完善基础设施。依据新式智能化大棚建设

用地需求对村庄每片土地规划并按大棚地块编号，想经营大棚的农户抽签选择棚址，每个大棚占地面积与自家土地承包面积的

差额按照相应等级的土地流转价格（1000、800、500元/亩，三个等级）与村集体进行多退少补结算。

②    如企业与雇工之间的工伤、工资矛盾，企业与小农户因相邻农地飞防打药造成的农作物损害带来的利益纠纷，以及原承包农户

在沟渠和路边种植作物影响企业机械作业带来的矛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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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村组内部的协商讨论，既保护了小农户的经营，又着力推荐本村有经营能力的种田能手转入连片

土地，促其成为专业化经营的家庭农场主和专业大户，于是有了后续相对稳定的以家庭农场为主的

多元主体共存的发展格局。

2.实践路径分析：村社统筹和社区本位

上述两个案例，前者是在乡村产业发展中诱致性变迁带来的农业现代化，后者是在强制性变迁

失败进行制度调整后形成相对稳定的发展局面，但两者发展路径有共同特点，其中最重要的是产业

发展中村集体的统筹功能和社区本位的制度设计。在同一宏观制度背景下，农业经营方式演变多样

性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便是乡村社会的社区因素。在实践中没有普遍性的最优模式，但有符合实际

的有效模式，即依据农村社区的客观条件和实际情况，注重社区内在要素，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

转型。

（1）村社统筹与协调：自 20世纪 90年代土地二轮延包之后，分散的小农户家庭在农业生产中独

立经营的秩序日趋普遍化。“分”的逻辑持续发展，以至于从农民个体到村社组织自身都忽视了村集

体“统”的作用和责任。在上述案例中，前者关键是依靠村集体机动地进行土地腾挪，对农户引导，分

片分步骤地解决小农户大棚更新中土地连片需求和资金问题，为小农户提供优质生产条件和公共服

务。后者的成功之处也是土地发包权回归村集体后，村集体充分发挥了土地集体所有的统筹作用。

无论是经济作物为主的设施农业发展，还是粮食作物为主的传统农业发展，村集体在其中发挥着不

可或缺的“主导”和“统筹”作用。这里的统筹作用，既体现在作为土地流转的中介对分散农户土地经

营权的整合[28]，也体现在对多元主体经营需求的协调与满足，还有上级地方政府涉农项目投入的“能

动性”承接与担当。案例中村社组织均在农业现代化发展实践中承担具体的中介服务者、利益协调

者、资源承接和分配者的角色。在这些角色的履职中村集体逐步增强“统筹”功能，在实践中引导村

民进行民主协商完善社区自我管理制度，最终满足分化农民需求并完成组织任务。这种基于社区内

生发展的资源和能力基础上激活村集体带动村庄整体变革的发展路径，展现了新时代村社集体“统”

的经营功能在产业发展中的潜在优势。

（2）社区本位与多元主体共存。作为直接对接村民的村民自治组织，村社集体能够在农业转型

中应对诸多利益协调问题。上述案例均体现了社区本位和多元主体共存的发展原则，以村庄发展和

社区农民需求为先，既不排斥小农户的种植权益，也不断满足新主体的实际需求。在社区自有资源

的基础上，村集体结合村情，进行自主制度创新，提供符合多元主体利益需求的公共服务，让多元主

体共享国家资源和政策支持。“社区本位的制度原则”是村社集体能够发挥作用并影响农业产业转型

结果的重要因素之一。

社区本位首先体现在土地流转制度运行当中的社区自主性，即社区发展决策的自主性、经营主

体的内生性以及发展的社区回馈性[27]，优先考虑社区内生的农业经营主体利益，兼顾外来经营主体的

需求。此外，村社组织强调农业经营与社区的融合，注重社区整体发展利益，力图营造村庄社区稳定

有序的经营秩序。前述两个案例都呈现了内外兼顾、产业发展与社区治理融合以及产业发展回馈村

庄的“社区自主性”。其次，社区本位体现在公共服务的“社区化”调适中的公共利益优先原则。无论

是村庄社区内的资源整合，还是资源下乡中的项目承接，村社组织强调社区内在资源与外在政策有

机结合，其中既考虑经营主体个体的利益，更强调社区整体的公共利益。对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的供给，村社组织重视社区内生的资源与外在资源的结合与调整，重点体现在村庄园区化发展的“社

区化调适”方面。村社组织将园区的规划、项目实施和村庄公共利益有机结合，引导村庄产业整体走

上了农业现代化道路。最后，社区本位还体现在社区主体动力的激活和发展能力的提升[25]。社区主

体动力强调村社组织本身基于农户的利益诉求和村社治理需求形成的主体能动性。社区发展能力

强调村社组织在社区资源整合、群众动员以及公共事务治理中形成的推动社区整体发展的组织能

力。作为社区和村集体代表的村社组织的综合能力，在村庄创新实践中不断提升，其中的规划、动

员、整合与统筹能力在产业发展与社区有效治理的双向驱动中积累与提升。以上社区自主性、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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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利益以及社区发展能力等均体现了社区本位的政策创新和制度设计，最终形成了多元主体参与

现代农业发展的良好秩序。

二、多元主体参与的制度空间和组织基础

创造新主体和小农户共同参与的空间是地方农业经营改革顺利发展的基础。上述案例能有效

整合新主体和小农户不同的发展需求并形成良性发展秩序，得益于我国的土地制度赋予了多元主体

参与的制度空间和村社组织提供了多元主体融合发展的组织基础。

1.多元主体参与的制度空间：集体所有制下土地的“三权分置”

21世纪以来，为了推进土地流转走农业规模化道路，国家开启了农地的“三权分置”改革，将土地

的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进行细分，促其经营权流转。各地通过创新实践将农地适配到合适的经

营主体手中，完成农业相关任务。前述两个案例既能保证小农户的种植权益，还能提供新主体参与

机会的前提条件便是“土地经营权的流转”制度。虽有制度，但制度的实践需要符合乡村实情，否则

会偏离制度目标。例如案例 2中，当土地经营权完全脱离村庄社会进行市场化的脱域式流转时，政府

大量引进外来资本主体，带来了全面的亏损和小农户各种“弱者武器式”的无声反抗。相反，当农地

经营在村社集体主导下从社区本位出发设计流转制度推进土地流转时，便出现了多元主体共存共赢

的良性发展格局。案例 1中，集体所有制下土地的“三权分置”不仅为新主体提供了参与空间，也为小

农户的升级和改造提供了新的方向。山东寿光在“三权分置”制度下，发挥“集体所有权”力量，将小

农户的分散“承包权”整合起来，参照市场契约精神和“耕者有其田（或大棚）”的底线再依据各农户需

求兼顾公平和效率原则适配相应的土地经营权。村社对农户大棚分批改造，满足分化小农户的不同

经营需求。此外，村社积极提供相关公共服务进一步提升小农户的专业化经营能力。蔬菜产业生产

端的专业化需求促使专业化的市场化服务兴起，多样化市场服务加速推动了蔬菜产业的社会分工，

形成了生产-市场的双向驱动。生产-市场双向驱动形成的产业链细分又迎来了多元主体融合发

展的局面。

上述两个案例都呈现了多元主体参与并共享发展的格局。虽然两者发展过程有异质，但其成功

的共同点都是村社组织依据村庄民情最大化地灵活运用了土地的“三权分置”制度。案例 1是在经济

作物领域分化农户的专业化生产带动市场社会化服务主体的参与，推动多元主体参与并分工格局的

形成。案例 2是在粮食作物领域，小农户和新主体共同参与农业经营，共享公共服务和市场服务形成

多元主体共享发展的格局。这两个案例共同呈现了农业改革实践中的核心撬动机制，即土地“三权

分置”制度赋予了村社组织灵活操作的实践空间。

2.多元主体融合发展的组织基础：作为“双重代理人”的村社组织

在小农户和新主体共同发展、市场服务主体不断兴起与繁盛的形势下，村社组织需要对公共服

务进行“社区化”调适和协调多元主体间利益。这不仅存在于在农业生产本身，而且存在于与之相关

的生产性服务和公共设施的供给中。在政策和项目实施中，村集体的代表即村社组织的“双重代理

人”角色是保证多元主体能够参与并融合发展的组织基础。一方面村社组织是国家的“代理人”，需

要完成国家分配给地方社会的各项任务，特别是农业治理任务，落实国家的政策，完成治理目标。另

一方面，村社组织又是依据村民自治程序产生的，是乡村社会村庄村民的“代理人”，具有满足村民关

于生产和生活相关公共服务需求的责任。因此，村社组织具有在完成国家治理目标和满足农民需求

之间进行对接的组织性责任，当治理目标和农民需求不匹配时，需要进行策略性调适。村社组织熟

悉村庄村民具体实情和地方性知识，在协调多元主体之间的利益以及组织小农户对接国家资源进行

政策落地时，具有较强的适宜性和灵活性。

案例 1中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在于土地分步划片整理。为解决大棚升级土地连片问题，村社组

织结合实际情况分片改造，既考虑了村里不同小农户的具体情况，又考虑了有经营头脑想扩大大棚

42



第2 期 冯 小：多元化农业经营主体融合发展的实践路径研究

规模的新主体的重要需求。作为村庄不同农户的“代理人”，村社组织调研各自需求，探索出满足不

同农户需求的制度设计。以村集体资源为基础，建立 3个合作社，即蔬菜股份合作社、土地股份合作

社、资金互助社，通过社区型合作组织小农户实现综合性的合作与村庄发展。这 3个合作社各自发挥

专业优势，又在村两委领导下进行合理统筹。村社组织通过 3个合作社实现全村小农户不同领域的

组织化，进而对接不同的市场服务和国家资源。案例 2中，村社组织通过协调分化农户的利益落地国

家项目，最终完成农业现代化任务和粮食安全目标。早期失败的原因在于小镇脱域式流转未能契合

当地实情，后续由村集体主导，设计符合分化农户需求的土地流转制度才开启新的局面。代表村集

体、具有“双重代理人”身份的村两委干部，在供给公共服务中开展利益协调和矛盾化解工作时，相比

私人化个体更具有公正性，更易获得农民信任。由于村集体经过多年的发展，有基本完整的自治程

序（村民代表会议）和议事的组织规则（“四议两公开”等）保证公平正义，避免私人化运作，利于民众

监督。上述案例表明，村集体通过社区本位发展原则来吸纳多元主体参与现代农业实现融合发展的

路径更符合我国本土化的农业现代化和乡村发展目标，更加凸显作为“双重代理人”的“村社组织”的

“组织功能”和“治理优势”在新时代实现乡村产业兴旺和有效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三、多元主体融合发展的社会生态：政府−社会−市场的协同治理

综观上述两个案例，多元主体的融合发展除制度和组织的基础性作用之外，也离不开与多元主

体参与相匹配的社会生态的营造。从农业治理视角来看，基于政府-社会-市场协同治理营造的社

会生态是形塑多元主体融合发展的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关键。

1.地方政府：农业经营改革氛围营造与物质基础改造

我国农业现代化创新离不开地方政府的政治引领与改革氛围的营造。蔬菜的产业化发展是山

东寿光 20世纪 90年代农业治理的重要任务，水稻的规模化和现代化经营是安徽河镇 21世纪初的农

业治理目标,各级地方政府上下一心谋创新。两地传统产业的转型与升级是当地政府引领改革创新

的重点工作，作为政治任务在地方行政系统逐层推进。这些任务落实在地方政府体系化的行政考

核、政策倾斜与项目资源的分配中，对政府基层单位形成较强的政治动员和改革压力。

地方政府改革与创新的政治氛围营造，需要相关的物质配套才能转化为乡村社会的普遍认知。

从具体实践来看，上文两个案例改革和创新的契机都在于地方政府提供一系列涉农项目和相关政策

支持。山东寿光和安徽河镇都围绕土地、水、路、电等基础设施进行改造和升级，这是现代农业发展

的物质基础，也是改革契机。物质基础的改造和配备是第一步，便利的设施服务以及优惠奖励政策

是吸引新主体参与的动力源泉。在土地整理和高标准农田项目投放的硬件改造过程中，政府提供配

套性的政策支持，诸如案例 1中地方政府设立新建大棚的低息政策性贷款和大棚补助，案例 2中对转

入不同规模土地的种植户设计不同等级的土地流转奖励和农业保险补贴、农业经营的低息贷款等一

系列软件配套。政府通过软硬件的协同与配合，完成现代农业产业园物质基础的改造。此外，地方

政府也提供针对性的示范入户和帮扶服务，集中资源提供覆盖种植生产过程全环节、全领域的公益

性服务，并组织相关高校、农科所农技专家针对不同规模经营主体开展专业培训，大力推动农技服务

入园入户。行政性推动是国家宏观农业政策转化为地方创新政策的直接动力，不仅为农业经营方式

的变革营造了改革的社会氛围，而且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2.社会：村社集体对政策的“社区化”调适与生产关系调整

作为“国家代理人的”的村社组织是落实地方改革与创新政策的具体执行者。地方政府的创新

政策在落实过程中需要村庄做策略性调整和“社区化”调适。案例 2中安徽河镇的发展过程验证了这

一逻辑，即地方政府在改革中限制村社集体的调适性权力、规避农民参与导致农业改革与创新政策

的失败，而当土地流转制度赋予村社组织和农民自主空间时，农业改革目标顺利实现。案例 1中山东

寿光A村在拥有与周边村庄同样的政策支持下，依据社区内生的集体资源与民主协商建立社区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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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结合自身实情在不同的领域进行开拓创新，走集体整合与规划的发展道路使村庄逐步成为远

近闻名的先进村。因此，村集体的策略性调整和“社区化”调适是有效实现微观农业治理变革的重要

因素。代表村集体的村社组织熟悉村情和地方性知识，能够较好地在公共服务供给中开展不同经营

主体间的利益协调和矛盾化解工作，进而激活并提升村社组织发展产业和村庄的主体动力和组织能

力。村社集体让地方改革政策成为社区共识，更好地调整社区生产关系，创造多元主体的参与机会

和发展空间。

村庄农民分化是多元主体长期并存的社会基础。无论是在山东寿光还是安徽河镇，农民分化是

基本的社会事实。在村庄里，有的家庭非农收入稳定并具有可持续性，便彻底退出农业，而有的家庭

则需要扩大规模进行专业化经营来提升收入，这两类都是村庄的少数群体。大部分农民家庭仍然采

取半工半农或多种兼业的家庭生计，在一定时期内很难彻底退出农业，仍需要农业收入来支撑家庭

发展。所以，村社组织需要结合实地情况满足上述三类分化农民的异质化需求，除此之外，还要考虑

基于各种目标诉求的外来主体需要。一面是社区既有的内生的新主体和传统小农户，另一面是地方

政府青睐的拥有大资本的目标主体，这两类主体经营方式差异较大，于是地方政府大刀阔斧地改革，

通过各种方式和政策来培育新主体。案例 2安徽河镇的经验恰好说明了新主体培育失败后的制度调

适过程，由村集体主导土地流转秩序带来多元主体的稳定发展局面。案例 1中虽然多数是小农家庭

经营，但各自也有较大差异，一部分是老年人为主的生活化农业，另一部分是年轻人回乡创业投资型

的经营性农业。村社组织满足分化农民家庭不同的发展需求，契合当地的资源现状，进行社区的农

业生产关系调整，在农业生产的物质基础改造中实现农业经营秩序重塑。上述两个案例都呈现了村

社集体对地方政策进行“社区化”调适，实事求是地调整社区生产关系，形成多元主体融合发展的农

业改革路径。这条路径既很好地完成了国家的农业发展任务，又顺利地解决了多元主体的发展需

求。综上，村社组织在地方政府的改革与创新环境中进行能动性的协同，对农业生产关系进行“社区

化”调适，最终在实践中顺利推动了微观农业经营秩序的变革与重塑。

3.市场：社会化服务的跟进与专业分工优化农业经营环境

多元主体融合的农业发展生态 ，既得益于地方政府和村社组织供给的“公益性”公共服务，也得

益于市场供给的社会化服务。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发展会促使基于社会分工内驱力自然形成的社会

化服务的广泛兴起。案例 1中，围绕小农户专业化生产与销售的社会化服务主体与服务内容非常发

达，如生产中的栽苗、挖坑、打蔓、授粉、施药、采摘等单环节或全环节的一条龙服务，销售中围绕产品

交易的分拣、运输、包装等市场化服务，产业链体系中产前育苗、产中生产和产后销售流通等各环节

的分工日益专业化且多样化。尽管案例 2安徽河镇是水稻生产区，有国家的宏观政策支持，粮食销售

基本稳定且有序，但是供给小农户和新主体水稻生产的社会化服务也日益多样化且全产业链化。生

产中所需的机耕、机插、机施药、机收等环节的外包服务愈来愈多，经营主体可根据自身情况自由选

择。农业生产相关服务市场的兴起与快速发展不仅优化了多元主体共存的农业经营环境，也能逐步

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

在粮食生产行业，伴随生产性服务的便利和专业化，老人农业有持续性发展的空间。规模化和

专业化生产的家庭农场在高效率的运营之下会比大资本雇工农场更有竞争力。此外，相比之前生产

环节全靠自我劳动的家庭农业，多样性的外包服务会助推农业生产日趋专业化和商品化，带来产业

链的社会化分工。基于产业发展内驱力，社会化分工会推动农业生产技术的更新、农产品升级以及

附加值的提升。随着服务市场内部竞争与合作，契合不同生产模式和经营主体需求的市场化服务主

体会反过来驱动经营主体的多元分化和共存。这使得不同的农业生产形式保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的经营格局。因此，基于农户需求本位的多样化的社会化服务不仅能提升农业的专业化生产[29]，而且

由社会化服务引入的多元现代要素和组织方式能促发“大国小农”农业现代化转型的基要性变革[30]，

为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开拓新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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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政府−社会−市场的协同治理：社会生态营造

农业经营改革和多元主体的融合发展得益于政府-社会-市场协同治理下形成的社会生态。

某一个领域或环节的改革与创新需要与之配套的社会基础和社会生态才能有效。已有研究[31]指出，

国家-社会-市场的关系，既可以视为不同行动主体之间的关系，也可以视为不同治理机制之间的

关系。其中，三种治理机制即行政治理、社群治理和市场治理具有一定的自主性又具有相互嵌入性，

所有公共事务的治理和创新都离不开三种治理机制各自的重要作用，也离不开协同作用。多数情况

下，三种治理机制必须相互嵌入方能达到相得益彰的协同之效。毋庸置疑，上述两个案例的村社集

体在地方政府的行政改革与创新中，结合村庄的实情，乘势选择了符合自身发展需求的实践路径。

从实践来看，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应对地方政府的改革创新，村庄社区无论是整合多元主体诉

求，还是注重村级组织自身发展利益，抑或兼而有之，都对地方政策进行了“社区本位”的协同性调

适。村庄在土地流转、基础设施的配套以及其他公共服务中都发挥了村庄社区内部的民主协商议事

制度的作用，最大化运用群众参与、社区信任与允诺等社群治理机制，对地方政府的政策进行策略性

协同，培育了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现代农业发展的社会土壤。政府的行政治理和社会的社群治理改变

了服务市场的需求结构。虽然服务市场有其自身的运行规律，但基于专业分工以及利益驱动，服务

主体自然会对多元经营主体的不同需求在市场的竞争与合作中优化自身的专业服务。服务主体一

方面会随着生产端经营主体需求改变而供给相应的专业化服务，另一方面也会随着政府的政策改革

来调整市场策略与服务模式。服务的多样化是随着经营主体的多样需求和专业化生产环节的细分

而衍生出来的。市场治理的跟进与协同进一步优化了多元主体融合发展的社会生态。因此，从微观

的农业经营改革案例来看，只有基于政府、社会、市场的协同治理形成的社会生态才能实现多元主体

融合发展并推进农业发展良性运行。

四、结论与讨论

在我国农业快速现代化的推进过程中，新主体发展和小农户长期并存是基本事实，未来相当长

一段时间内多元主体如何融合发展将是我国农业现代化的重要议题。对于小农户与新主体的关系，

学界研究由早期的“排斥”到强调“有机衔接”即从“排斥”到追求“融合”，多元主体融合发展是我国新

时代农业转型发展的基本目标。本文延续微观的农业治理视角，以山东寿光和安徽河镇的典型案例

为基础，结合设施农业和传统农业的发展经验，分析其社会基础和关键机制，探索如何实现多元主体

有机融合的发展秩序。从具体案例的实践路径来看，不仅要发挥村社组织在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中

实现多元主体共赢的统筹功能和治理优势，而且要在实践中确立社区本位的农业经营秩序。此外，

“村社统筹和社区本位”实践路径的成功需要有多元主体能够参与的社会基础以及与之相匹配的社

会生态。一方面，多元主体能够参与的社会基础包含两个层面：一是土地集体所有下的“三权分置”

改革赋予了多元主体参与的制度空间，二是作为“双重代理人”的村社组织提供了村庄内外多元主体

需求整合与利益协调的组织基础。另一方面，政府-社会-市场的协同治理营造了多元主体融合发

展的社会生态。该社会生态形成的具体机制包含三个层面：首先，政府引领的改革氛围和项目投放

改造了农业生产的物质基础。其次，村集体对政策进行“社区化”落实、“社区化”制度调适与创新实

现了微观农业治理变革和秩序重塑。村集体依据社区本位的制度设计满足了多元主体的公共服务

需求，调整了匹配现代农业生产力发展和村庄社会稳定的社会生产关系。最后，多元主体在政府-
社会的协同治理下的共存格局改变了市场的需求结构，多元经营主体的服务需求倒逼相关农业市场

服务的兴起和发展。市场竞争的内在驱动力使得市场服务的专业化发展进一步强化并优化新型农

业经营格局。三方有机契合的协同治理营造了多元化主体融合发展的社会生态，为进一步产业升级

和村庄发展奠定了新的社会基础。

在实践中，作为村集体代表的村社组织，在推动小农户与新主体融合的农业现代化发展道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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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不可替代的组织作用和治理优势，但村社组织能动性和优势的发挥更需要与之相匹配的社会生

态，即政府-社会-市场协同治理形成的社会生态，政府、社会、市场治理三方有机契合缺一不可。

因此，在我国农业强国建设引入新型技术和资本的同时，也需要因地制宜地发挥传统制度和资源的

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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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Practical Path for the Integration and Develop⁃
ment of Diversified Agricultural Business Entities

FENG Xiao

Abstract In the micro level agricultural reform practice， village collective organizations have lever⁃
aged their collective planning advantages and adopted the principle of “community-oriented” develop⁃
ment of modern agricultural industrial parks， solving the challenges of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di⁃
versified agricultural management entities. In practice， the land system of “separation of three rights” 
provides institutional space for the participation of multiple subjects， and village collective organizations 
provide an organizational foundation for integrating diverse needs and coordinating the interests of mul⁃
tiple subjects， jointly laying the social foundation for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multiple subjects. On 
this basis， the key to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diversified agricultural management entities lies in 
the social ecology created by the coordinated governance of government， society and market. The forma⁃
tion of this social ecology mainly relies on the government’s agricultural management reform atmosphere 
and material foundation transformation， as well as the village collective’s implementation of local poli⁃
cies， as well as the competition and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market services. Therefore， in the pro⁃
cess of building a strong agricultural country with the participation of diversified agricultural management 
entities， the government needs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initiative and overall advantages of village and com⁃
munity organizations， an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matching social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so as to lay 
a good foundation for village development and agricultural prosperity.

Key words agricultural governance； diversified agricultural business entities； the integrative de⁃
velopment； the practical path； the social ecology of agricultural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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